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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
进入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也迈上新征程。与传统的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率更
高，更加以人为本，更绿色集约。数字普惠金融能带来人口素质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增强和产
业结构优化，这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高度统一。同时，产业结构优化也能促进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
镇化转型。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 2011—
2019 年各地级市的宏观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
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提升新型城
镇化发展水平。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第三，前述中介效
应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比在东部地区明显。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征程中，不仅要加快产业
结构的升级优化，还要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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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飞速发展，
目前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42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中国城镇常驻人口为 90199 万人，占总人口的 63． 89%，比 2018 年末提高了 1． 01 个百分点。然而，在
传统城镇化“粗放型”的发展中，资源浪费、生产同质化、高污染及农民难以市民化的问题对居民福祉和社会
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明确了要走以人为
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迈向了
新阶段。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首先，经济因素对新型城镇化有根本性的影响。产业结构的优

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劳动力的流动都能直接快速地提高城镇化率( 车
明好等，2019［1］;王芳等，2020［2］;杨丽莹，2019［3］) 。其次，科技的创新、环境规制的落实能够大幅改善城镇
化的质量。科技创新会带来新技术、新产品，刺激新行业的发展并提高经济的技术层面的质量( 贺建风和吴
慧，2016) ［4］。与此同时，科技技术进步与技术替代一方面能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二氧化碳的减
排和污染的降低，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在提升竞争优势同时弱化城镇化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 傅为一等，2022［5］; 孙叶飞和周敏，2016［6］; 刘治彦和余永华，2021［7］; 王玉娟等，2021［8］) 。除了外部经



济、社会发展因素外，人的道德、心理、精神、文化内核的现代化等因素，更能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 陈心颖，
2020) ［9］。如居民精神的丰富和人口素质的提升能够提高进城农民的身份认同，与新型城镇化倡导的“以人
为本”的核心相契合( 李德煌和夏恩君，2013［10］;卢晖临和潘毅，2014［11］) 。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科技和金融创新的结合，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创新技术，能突破地域限制，在促

进信息流动的同时扩大金融服务的受众面 ( King ＆ Levine，1993［12］; 滕磊和马德功，2020［13］; 傅利福等，
2021［14］) 。微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居民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提高居民金融素养，也能降低个人和
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陈池波和龚政，2021［15］;谢绚丽等，2018［16］; 邹新月和王旺，
2020［17］;史晓和张翼，2021［18］;梁榜和张建华，2018［19］) 。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技
术创新的动力，进而大幅提升社会创业水平( 翟淑萍等，2021［20］;梁榜和张建华，2019［21］; 冯永琦和蔡嘉惠，
2021［22］) 。更宏观地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创新创业且引发就业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且在中西部
地区更为显著( 杜金岷等，2020［23］;谭蓉娟和卢祺源，2021［24］)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黄倩等，2019［25］;陈冶国和白凤娇，2021［26］) 。
在探究新型城镇化发展时，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传统金融发展，如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等对

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给国民的生活提供便利，
同时也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增速。相应地，加强和完善“新基建”成为稳定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数字化建
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进步，给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影响值得
探究，但目前的研究少有讨论二者之间关系。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新型城镇化纳入统一的分
析框架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理，同时明晰产业结构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进而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助力。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镇化的质量而非城镇规模扩张。具体而言，其一，由于生
产要素得到高效配置以及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得以发挥，新型城镇化的效率较传统城镇化而言有极大提

高，不仅注重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还注重城镇对农村的反哺作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其二，在传统
城镇化“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下，一个地区往往将城镇化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城镇规
模的不断扩张。而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以人为本”，将人口素质提高、农业转化人口市民化、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等当作首要任务。其三，传统的城镇化为了 GDP的增长而走“粗放型”路线，这就导致了传统城镇
化的不可持续。而新型城镇化主张绿色、集约，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走可持
续的发展路线( 黄开腾，2016［27］;黄开腾，2018［28］;王颂吉和黎思灏，2018［29］;邱鹏阳，2013［30］;王彦霞和王培
安，2019［31］) 。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的效率 ( 惠献波，

2021［32］;葛和平和高越，2021［33］) 。此外，互联网的普及能够抵消地理障碍给传统金融带来的影响，降低金
融服务对网点的依赖，提高金融的覆盖面。因此，以数字技术为优势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行
业的“二八定律”，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大幅提高了长尾客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 宋伟等，
2022) ［34］，使得金融服务的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均等性。更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的普
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能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扩充知识的获取途径，让居民都能够接触更多金融信息，提高
金融素养( 周洋等，2018) ［35］，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内涵。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能够加快信息与新技术的结合，不仅提高已有产业的生产率，还加快了新兴产业的

落地，促进产业优化;另一方面能够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惠及各行各业，实现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高效匹配，最终带动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 常建新等，2021［36］; Bruhn ＆
Love，2014［37］)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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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缓解，提高创新创业，不断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 唐文进等，2019［38］; 张庆君和黄玲，
2021［39］;周璐瑶，2022［40］) 。
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首先，产业结构升级能提升城镇化的效率。合理的产业结

构能够深化区域分工，不仅能横向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还能纵向优化区域内的
大中小城市以及农村的产业分工，发挥地域优势，减少垄断、竞争，加强城市群的辐射效应，提高城市间与城
乡间的联系和协调发展，提升城镇化的效率。其次，产业结构升级能深化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
产业结构优化使得地区的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型，而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化能够提升该
地区的服务功能和质量内涵，提高其吸引力。这不仅加快技术创新和资源积累，提高城镇人力资本质量，还
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董建博和张敏，2021) ［41］。在同等的发展水平下，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边际提升度要
比城镇高，因此，产业结构优化能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减少污染，实现绿色、
集约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能带来“结构红利”，即同样的投入在服务业上比在工农业上
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促使经济发展表现为服务化特征( 孙叶飞和周敏，2016) ［6］。相较于工农业，服务型企
业对环境的污染要更低;还能够充分使用已有资源，使传统的粗放、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绿色集约，提
高区域生态效率，例如，现代化农业产生的污染比传统农业更低( 吴穹等，2018［42］; 郭晓川等，2018［43］; 杨浩
昌等，2018［44］;万伦来和李浩，2020［45］) 。因此，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机制分析

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地区之间不均衡，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采

取“先富带动后富”战略，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金融资源禀赋优于中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分布也聚集
在东部地区，加上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经济带的辐射作用，东部地区已有较为完善的金融
体系。此外，东部地区的教育水平较高，东部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从新型城镇化进
程看，中国新型城镇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新型城镇化在中西部的推行力度要大于东部，如在第二批试点

城市名单中，东部地区共有 22 个试点，中部地区 11 个，西部地区 32 个。因此，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给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边际影响比东部地区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更为显著。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实证数据源于 2011—2019 年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政府网站、各地级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个别缺失
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齐处理。由于西藏、海南的数据来源存在局限性，将其剔除，最终共有 280 个地
级市，2520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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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选取。根据《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新型城镇化( NU) 是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生态协
调等多维的概念，参照蒋正云和胡艳( 2021) ［46］、王彦霞和王培安( 2019) ［31］的指标构建体系，从人口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协同五个方面运用熵权模型来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选择新型
城镇化指标时，考虑到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差异，在城镇化率等传统的指标体系中纳入申请专利授权

数、第三产业占比来体现生产要素的配置，加入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每万
人发明专利数反映人口素质以及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入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体现城乡协同发展，最后加

入绿化覆盖面积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体现城镇化的绿色、集约。具体指标体系详见表 1。
表 1 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测算 指标属性

NU

人的城镇化

经济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城乡协同

X1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 /总人口( % ) +
X2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GDP( % ) +
X3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
X4 人均 GDP / +
X5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产值 /GDP( % ) +
X6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
X7 每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 +
X8 每万人发明专利数 / +
X9 人口密度 全市总面积 /总人口 +
X10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
X1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X12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总人口 －
X13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参考杨丽( 2015) ［47］所用熵值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对表 1 中各项指标赋权，对选取的
280 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得分计算，计算步骤如下:
( 1) 首先对于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中，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处理方式有所差异。正向指标: X'ijt

=
Xijt

Xmax
，负向指标: X'ijt =

Xmin

Xijt
，X'ijt为第 i个地级市的第 j个指标在第 t年的值。p为所选指标总数，m为研究年

份的长度，n为研究的地级市个数。

( 2) 对各地级市标准化后的指标进行权重计算: Pijt =
X'ijt

∑m

t = 1∑
n

i = 1
X'ijt
，Pijk为第 i个城市第 j个指标在第

t年的权重。

( 3) 利用权重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ej = － 1
ln( mn) ∑

m

t = 1∑
n

i = 1
Pijt ln( Pijt ) ，ej ＞ 0。

( 4) 计算第 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j = 1 － ej。

( 5) 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wj =
gj

∑ p

j = 1
gj

，0 ≤ wj ≤ 1。

( 6) 计算 m研究期内，各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 Fit = ∑ p

j = 1
wj X' ijt。

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ndex) ，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地级市数据作衡量指
标。
基于理论分析，将产业结构升级( ISU) 作为中介变量，其指标构建参考李翔等( 2018) ［48］使用的产业结

构层次系数，构建如下模型:

ISU = ∑
n

i = 1
i × Yit

Y( )
t

其中，i表示产业类型，n表示产业数，Yt 表示某一地区第 t年的总产值，Yit 表示该地区第 t年第 i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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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当 ISU指数越高，表明产业结构越优化。这一指标的意义不在于度量产业结构优化的绝对水平，而在于
对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进行对比，考察产业结构变动的情况。
为避免模型出现遗漏变量的问题，加入控制变量。为保证变量的选取科学合理，主要基于相关文献选

择，将公共支出( Public) 、金融深化程度( Financial_deep) 、固定投资( Investment) 和进出口( Import_Export) 作
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共支出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 GDP的比值表示，金融深化程度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与 GDP的比值表示，固定投资用固定投资占 GDP的比重表示，进出口用进出口额占 GDP的比重表示。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U 2520 0． 1603 0． 0726 0． 0127 0． 7121
Index 2520 164． 5348 65． 3027 17． 02 321． 6457
ISU 2520 2． 2818 0． 1432 0 2． 7185
Public 2520 19． 9068 10． 7636 1． 2302 102． 4956

Financial_deep 2520 136． 7645 71． 9203 37． 2127 2010． 02
Investment 2520 81． 0325 32． 8178 3． 1789 474． 3547

Import_Export 2520 16． 3153 27． 7441 0． 0003 249． 1304

3．模型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NUit = α0 + α1 Indexit + α2Xit + μi + εit ( 1)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Xit 为控制变量，μi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前述理论分析中假设数字普惠金融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来推动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因此，以产业结构优

化为中介变量。参考温仲麟和叶宝娟( 2014) ［49］的研究，构建“逐步法”模型来验证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模型
如下:

NUit = cIndexit + μi + e1 ( 2)
ISUit = aIndexit + φi + e2 ( 3)

NUit = c'Indexit + bISUit + γi + e3 ( 4)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μi、φi、γi 均为时间固定效应，e1、e2、e3 为随机扰动项。
(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表 3 汇报了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其中，列( 1) 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也没有控
制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列( 2) 在列( 1) 的基础上控制列时间固定效应，列( 3) 在列( 2) 的基础上聚类，列( 4)
在列( 1) 的基础上纳入控制变量，列( 5) 在列( 4) 的基础上在地级市层面上聚类。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
量和使用时间固定效应前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即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能够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NU

( 2)
NU

( 3)
NU

( 4)
NU

( 5)
NU

Index 0． 0003＊＊＊ 0． 0015＊＊＊ 0． 0015＊＊＊ 0． 0015＊＊＊ 0． 0015＊＊＊

( 54． 4758) ( 25． 1931) ( 8． 7409) ( 24． 5530) ( 8． 2576)
Public － 0． 0004＊＊＊ － 0． 0004＊＊＊

( － 4． 4269) ( － 3． 8609)
Financial_deep 0． 0000* 0． 0000

( 1． 9028) ( 1． 2124)
Investment － 0． 0001＊＊＊ － 0． 0001＊＊＊

( － 4． 0532) ( － 3． 1320)
Import_Export － 0． 0001＊＊＊ － 0． 0001*

( － 4． 5609) ( － 1． 8750)
Constant 0． 1075＊＊＊ 0． 0535＊＊＊ 0． 0535＊＊＊ 0． 0678＊＊＊ 0． 0678＊＊＊

( 41． 4231) ( 13． 8068) ( 7． 1876) ( 14． 9142) ( 8． 3883)
观测值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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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1)
NU

( 2)
NU

( 3)
NU

( 4)
NU

( 5)
NU

地级市数量 280 280 280 280 280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YES YES YES
聚类 / / City / City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2．机制结果分析。表 4 报告了中介效应的结果。列( 1) —( 3) 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分别表
示逐步回归中的式( 1) 、式( 2) 和式( 3) 的结果。结果显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优化
产业结构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中介效应占比为 4. 47%。列( 4 ) —( 6 ) 也是逐步回归中的式( 1 ) 、式
( 2) 和式( 3) 的结果，在列( 1) —( 3) 的基础上纳入了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在考虑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
融仍然能够在 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完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中介效应占比为
2. 09%。

表 4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 1)
NU

( 2)
ISU

( 3)
NU

( 4)
NU

( 5)
ISU

( 6)
NU

Index 0． 0015＊＊＊ 0． 0016＊＊＊ 0． 0015＊＊＊ 0． 0015＊＊＊ 0． 0006＊＊＊ 0． 0015＊＊＊

( 8． 7409) ( 8． 4110) ( 8． 8650) ( 8． 2576) ( 3． 7786) ( 8． 2840)
ISU 0． 0419＊＊＊ 0． 0522＊＊＊

( 7． 6088) ( 4． 2449)
控制变量 NO NO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地级市数量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聚类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Sobel Z值 24． 99 20． 36
中介效应占比 4． 47% 2． 09%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 三)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新型城镇化会通过激发城市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王媛媛和韩

瑞栋，2021) ［50］，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可能会使估计结果有偏。此外，环境的污染程度、城镇的建设投入等因素
都对新型城镇化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因为遗漏变量而使模型存在内生性。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来
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虽然数字普惠金融的表现形式为线上，但受地理空间约束的影响，会表现为距
离杭州越远推广难度越大的问题( 郭峰等，2017) ［51］。同时，各地级市与杭州市的空间距离不会影响到新型
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因此，使用“该地级市到杭州的距离”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同时为了增强模
型结果的稳健性，采取 Tobit方法对数据重新进行估计。内生性检验和稳健型检验的结果另见表 5。
此外，列( 1) 更换了回归方法，用 Tobit回归代替 OLS 回归，更换回归方法后，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

化依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模型有较强的稳健性。列( 3) —( 5) 加入了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的第一阶
段的 F值远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此外，内生性检验在 chi － sq值很大，大于临界值，说明使
用工具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原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表 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 1)
NU

( 2) Tobit
ISU

( 3)
NU

( 4)
NU

( 5) IV
ISU

( 6)
NU

Index 0． 0027＊＊＊ 0． 0038＊＊＊ 0． 0021＊＊＊ 0． 0020＊＊＊ 0． 0042＊＊＊ 0． 0019＊＊＊

( 11． 4796) ( 8． 8334) ( 10． 6041) ( 4． 9346) ( 3． 6354) ( 4． 5661)
ISU 0． 1461＊＊＊ 0． 0296＊＊

( 7． 5048) ( 2． 0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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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1)
NU

( 2) Tobit
ISU

( 3)
NU

( 4)
NU

( 5) IV
ISU

( 6)
NU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地级市数量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聚类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第一阶段 F值 170． 143
chi － sq值 1491． 17 1422． 10 1476． 97
Sobel Z值 28． 09 12． 02
中介效应占比 20． 56% 6． 22%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 四) 异质性分析

1．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总指数之下还细分了三个子指数，分别是数字金
融的覆盖广度( CB) 、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 UD) 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DL) ，将其分别代替数字普惠金融
总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可以将原中介效应的逐步法模型改写为:

NUit = cCBit ( UDit、DLit ) + e1 ( 5)
ISUit = aCBit ( UDit、DLit ) + e2 ( 6)

NUit = c'CBit ( UDit、DLit ) + bISUit + e3 ( 7)
如表 6 所示，模型中使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做核心解释变量。列( 1) —( 3) 是使用数字金融

的覆盖广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的中介效应结果，结果表明，在 5%的置信水平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能
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其中介效应量占比 2. 89%。列( 4 ) —( 6 ) 、列( 7 ) —
( 9) 分别表示以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着力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的中介效应结果。
结果表明，二者均不能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表 6 数字普惠金融子指数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 1)
NU

( 2)
ISU

( 3)
NU

( 4)
NU

( 5)
ISU

( 6)
NU

( 7)
NU

( 8)
ISU

( 9)
NU

CB 0． 0014＊＊＊ 0． 0011＊＊＊ 0． 0014＊＊＊

( 8． 62) ( 5． 96) ( 8． 49)
UD 0． 0005＊＊＊ 0． 0001 0． 0006＊＊＊

( 5． 87) ( 0． 87) ( 6． 06)
DL 0． 0004＊＊＊ 0． 0000 0． 0004＊＊＊

( 6． 64) ( 0． 18) ( 6． 72)
ISU 0． 0368＊＊ 0． 0625＊＊＊ 0． 0616＊＊＊

( 3． 12) ( 4． 45) ( 6． 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地级市数量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聚类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Sobel Z值 20． 02 / /
中介效应占比 2． 89% / /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2．区域异质性。将各地级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共有东部地区样本 1035 个，中部地
区样本 771 个，西部地区 774 个。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自变量，新型城镇化为因变量，基于“逐步法”分
地区进行异质性检验。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标
都呈现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的趋势。这与理论框架分析说明的东部地区的数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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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比中西部地区更加完善的情况相符合，这也说明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高

于东部。因此，不难判断出，数字普惠金融更能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
展，即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边际提高效应更强。

表 7 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描述性统计分析

均值
( 标准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NU 0． 1793
( 0． 0806)

0． 1532
( 0． 0666)

0． 1414
( 0． 0595)

Index 172． 1399
( 65． 9262)

163． 0117
( 65． 2437)

155． 7529
( 63． 3725)

ISU 2． 3169
( 0． 1378)

2． 2692
( 0． 1461)

2． 2464
( 0． 1368)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总体而言，在 5%的置信水平下，逐步回归的系数都显著，中介效应存在。此外，
产业结构在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列( 1) —( 3) 报
告了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情况，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完善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东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

展，中介效应占比为 1. 83%。列( 4) —( 6) 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进而提升新
型城镇化水平，中介效应占比为 2. 57%。列( 7) —( 9) 报告了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优化产业结构
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占比为 5. 08%。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中介
效应占比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高于东
部地区。

表 8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NU ISU NU NU ISU NU NU ISU NU
Index 0． 0018＊＊＊ 0． 0006* 0． 0018＊＊＊ 0． 0021＊＊＊ 0． 0006* 0． 0020＊＊＊ 0． 0007＊＊＊ 0． 0006* 0． 0008＊＊＊

( 8． 09) ( 2． 40) ( 8． 20) ( 3． 89) ( 1． 94) ( 3． 73) ( 4． 37) ( 1． 85) ( 4． 58)
ISU 0． 0550＊＊ 0． 0898＊＊＊ 0． 0593＊＊

( 2． 72) ( 3． 63) ( 3． 1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2，520
地级市数量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280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聚类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City

Sobel Z值 12． 08 9． 538 12． 28
中介效应占比 1． 83% 2． 57% 5． 08%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标准差。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如下三点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在处理了

内生性之后，结果依然稳健。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显
著。此外，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做核心解释变量时的中介效应最强。三是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的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更能通过产业优化来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新型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新兴力量，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对中国

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重视数字金融的使用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就实证分析的结果而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指

标中，以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做核心解释变量时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为了加快新
型城镇化发展，相关部门必须重视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着力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力求数字普惠金融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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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全面发展。
第二，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能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还

能作为连接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桥梁。一方面，要促进产业联动，提升各产业对已有资源
利用率。如将旧工业的遗留转化为新产业发展;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将工业锈带改造为生活秀带、双创
空间、新型产业空间和文化旅游场地。另一方面，引进数字化、智能化的设备和高技术人才，发展现代化农业
和知识密集型工业、服务业，不断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加速中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东部地区谋新路。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看，数字普惠金融在

中西部的新型城镇化中发挥更大的边际作用，因此，要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技术设施建设，从覆

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于之倩等，2021) ［52］，加快新型城镇
化进程。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刺激作用有限，要寻找新途径助力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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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New Urbanization

WU Benjian， WANG Ｒaorao， ZHANG Yu
( School of Economics，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is a powerful engine to maintain sustained and healthy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ters a new stage，s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lso embarks on a new journe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
banization is more efficient，more“people － oriented”and more green and intensiv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opulation，enhance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
ture． At the same time，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an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urbani-
zation to new urbanization．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new urbanization． Firstl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e-
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new urbanization，and then selects the macro data
of local cities from 2011 to 2019 and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of Peking University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new urbaniza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It shows that: ( 1)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urbaniza-
tion; ( 2)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es new urbanization by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 3)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above intermediary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ern re-
gion． Therefore，i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we should not only accelerate the upgra-
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but als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New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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